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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在探究委內瑞拉查維茲總統執政期間，以國家力量打造的國

有糧食生產體系與相關制度，為何以及如何導致委內瑞拉走向更仰賴糧食

進口，並於國際石油價格崩跌之後陷入嚴重的物資「短缺」。

本文從制度論出發，制度互補作為分析架構，並結合國家角色與國家

結盟進行分析，目的在探究2001~2013年間查維茲總統在「糧食主權」和

「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政策框架下啟動的一系列糧食與農業政

策，包括：土地改革與再分配、糧食市場銷售計劃、食品加工與零售部門

國有化，以及價格和匯率控制等政策，如何衝擊本地生產，導致更依賴進

口。

研究結果顯示，查維茲一系列政策，重組了土地產權、糧食生產體

系、市場制度和分配機制，雖形成「混合市場經濟」，但由國家主導並掌

控價格制定和供應分銷體制，具「官僚價格協調經濟」特徵。私有食品加

工部門因為被「徵收」或進料限制，造成生產下降；反之，國有糧食生產

體系之主體「社會經濟部門」，卻因政府的「最高售價限制」與「市場價

格」之間持續擴大的差距，強化了「投機／套利」誘因，而導致「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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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市交易。國家又變相地擴大「徵收」，以及價格控制的範疇與數量。

最終，政策制度抑制了私部門的生產，又變相地鼓勵國有生產體系去投

機，導致國內生產下滑，更仰賴進口。

關鍵詞：糧食主權、糧食生產體系、短缺、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玻利瓦革命

*　　*　　*

壹、前言

自2014年委內瑞拉爆發糧食與物資嚴重「短缺」（shortage）的危機，顯

而易見原因是獨尊石油經濟的委內瑞拉，受到2014年開始國際石油價格重挫

的影響
1
，衝擊高度依賴糧食進口的委內瑞拉。

2 然而，更確切問題是，為何委

內瑞拉需要進口糧食？

事實上，委內瑞拉擁有濱加勒比海的肥沃平原，卻無法自給自足糧食，並

非近期發生的事。從學理角度來思考當前委內瑞拉仰賴糧食進口／國內短缺的

歷史成因，可對應到兩種理論觀點：第一，獨尊石油經濟的「食利資本主義」

（Rentier Capitalism）下衍生的「荷蘭病」（Dutch Disease）3
隱憂，造成進

口激增；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採取「計畫經濟」（Planned Economy）造成的

「短缺」。

第一個解釋途徑，委內瑞拉作為全球石油蘊藏量最高國家，同時是「石油

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創始

1 根據OPEC公佈年均國際石油價格，1999年每桶17.44美元、2003年達28.10美元並開始
走升。2005年超過每桶50美元。2011年突破每桶100美元。但自2014年開始下跌，2015
年已跌至每桶49.49美元。參閱Statista（2019）。

2 委內瑞拉在1998年有64%糧食仰賴進口（Gott 2011, 164）；2005年升高為75%
（Wilpert 2006, 262）；2012年達到90%（Howard-Hassmann 2015, 1035）。

3 這是指資源大國獨尊原物料出口的經濟結構，易形成週期性的經濟起伏，導致經濟

不穩定性大增。在原物料國際市場價格走高時，因大量出口創匯能力，促成本幣升

值而不利出口；同時也因本幣升值，導致大量進口。因此，在原物料價格走高時，

存在「去工業化」隱憂；價格下跌時，就出現收支失衡（Frankel 2011, 38-39; Corde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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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獨尊石油經濟帶來的出口創匯，帶動了本幣升值，雖不利出口、卻有利

進口。且在本幣升值之下，人民購買力增加，在糧食進口便宜之下大量進口糧

食。這種「荷蘭病」的結構性弊病，衝擊地方農業生產，並讓農業與農村迅速

走向沒落。過度仰賴石油出口創匯的經濟模式
4
，在2014年國際石油價格暴跌

之下，長期仰賴糧食進口的結構性弊病浮現，並引發「短缺」危機。

本文主張，此一觀點或許提供了部分解釋，卻不夠充分。即使委內瑞拉深

受「荷蘭病」的結構性驅力所苦，且最終在2014年石油價格崩跌之後成為壓

垮委國糧食供應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此一漫長過程中，農業衰退導致的「慢性

短缺」（chronic shortage）現象（更仰賴進口）是持續存在，關鍵反而是為何

（why）與如何（how）走向「極度短缺」？誠如委內瑞拉學者暨前經濟部長

Luis Salas Rodríguez（2016）主張，1999~2013年查維茲（Hugo Chávez）總統

執政期間，國際石油價格呈現走升趨勢，但石油價格超過百元卻是執政後期才

發生的事情。實際上，1999~2010年區間石油平均價格不及每桶50美元，直到

2011年始超過每桶100美元，並於2014年開始崩跌，2015年已不及每桶50美元

（參註腳1）。因此，單看石油價格的起落，並無法解釋2011年以前與2014年

以後兩個時期在石油價格差距不大之下，為何會走向「極度短缺」。這勢必伴

隨國內農業的「生產遞減」與「進口升高」兩個現象同時成立，才可能發生。

此外，2003~2013年間查維茲總統曾為抗衡「荷蘭病」導致的農業衰退問

題，在「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5 框架下啟動一系列土地改革與農業

相關政策。這些政策曾一度刺激地方農業生產的恢復。
6 但以結果來看，政府

干預卻沒有效果？為何如此？

第二個解釋途徑在於，這可能與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有關。查維茲總統曾在

2005年主張《玻利瓦革命》（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最終目的在於建構一

4 2011年石油出口佔委內瑞拉出口創匯高達95%，佔政府稅收的50%（Lavelle 2016, 
39）。

5 查維茲將「糧食主權」定義是：「人民定義其農業和糧食政策的權利」（Uharte Pozas 
2009, 346）。對應政策上，通常強調地方生產、小農生產與公平價格。

6 2008年查維茲宣稱玉米與稻米已達到自給自足。兩者在1998~2008年間分別成長132%
與71%。同期豬肉供應成長77%、牛肉70%、雞肉85%、雞蛋80%（Schiavoni and 
Camacaro 200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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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Socialismo del Siglo XXI），並於2007年啟動激

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與國有化政策。誠如Kornai（2000）主張，社會主義採

取的「計畫經濟」經常造成一種「短缺經濟」（shortage economy）。計畫經

濟主張以「官僚協調」（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取代「市場協調」（market 

coordination），亦即是以中央指令式經濟來取代「自律市場」交易，由官僚

統籌規劃國家經濟的生產、分配與消費。但計畫經濟的隱憂在於，在資訊不對

稱之下官僚需透過不斷地「人為」調整，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此外，

「計畫經濟」壓抑生產消費財，造成民生物資出現短缺現象。這種短缺現象是

持續且普遍存在於各個經濟領域（張曉光 1986；Kornai 2000, 29-30）。

然而，查維茲政府的經濟政策，並非走向二十世紀中、俄等共產主義國家

採行的「計畫經濟」。查維茲的社會主義經濟目標不是去取消「市場」，而是

讓「市場」成為次要機制（Jiménez and Sequín 2007, 12）。況且自2007年啟動

大規模「徵收」（expropriation）以前，委國仍舊是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發達的

國家。當時即便總體經濟上存在自2003年2月對基本物資實施的「價格控制」

（price control），但控制項目有限7
，且不存在對於生產的數量與消費的指令

式經濟。況且在查維茲「徵收」私有產權以後，許多變更為社會、集體或混合

產權，形成特殊的「混合市場經濟」（Mixed Market Economy, MMEs）。那

麼，又該如何理解委內瑞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特殊性，以及其對糧食生產體

系的影響？

基於委內瑞拉國內糧食「短缺」並非近期發生，但「極度短缺」卻是近期

現象。這種「短缺」甚至擴及到原先自給自足的牛肉、玉米與稻米（Gutiérrez 

2016）。由於「短缺」現象是一個持續且漫長的過程，有其複雜的歷史成

因，不僅受到土地產權和農業生產結構所限制，更受到國家經濟政策影響，

尤其是查維茲總統在2003~2013年間曾在「糧食主權」架構下，啟動一系列

土地改革與農業相關政策，試圖重組土地產權與糧食生產體系。學者Felicien, 

Schiavoni and Romero（2018, 9）主張，「短缺」是石油價格暴跌和一系列錯

7 2003年提出價格控制政策之初僅控制45項產品與7項服務，同年擴大到87項（Abadi and 
García So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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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政策互動下促成的結果，應回到糧食生產體系中來理解；Curcio（2017, 85-

86）主張，委國的糧食「短缺」現象，是「分配機制改變」導致的結果。究

竟，該如何釐清這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

本文目的在探究查維茲於2001~2013年間在「糧食主權」與「二十一世紀

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框架下啟動的一系列糧食和食品相關政策，分析這些政策

如何重組糧食生產體系、市場制度與分配機制，最終導致國內農業生產下降、

糧食進口增加，並走向極度短缺。

貳、文獻回顧

影響一國「糧食短缺」以及「依賴糧食進口」的因素繁多。在比較政治經

濟學文獻中，本文歸納出三類文獻：第一類文獻，主要探討低度開發國家，

例如非洲，在土地使用、農業技術、政府治理與慢性短缺之間的關係。由於這

與本文關聯性較低，省略帶過；第二類，探討一國為何會高度仰賴糧食進口？

Gaviria（2011, 123-140）研究哥倫比亞在1990年代轉向市場經濟以後，廢除農

業補貼與保護政策，導致糧食市場結構的重組，並轉為更依賴進口。這實際上

是一組因素互動的結果，包括：農業政策長期偏向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但他們

傾向經營特定幾項出口導向經濟作物，以及推動生質能源政策。上述兩個因素

都排擠了土地的農業使用。此外，在經濟全球化與市場開放之下，國內糧食生

產受到跨國大型農企業和其農耕技術的衝擊，在進口價格相較便宜之下，轉為

進口糧食來銷售（Nussio and Pernet 2013, 654）。此一現象亦普遍出現在拉美

糧食進口國。

第三類文獻，針對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糧食短缺與價格補貼的探討：

Du and Cheng（2018）探討中國自1979~2008年間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遭遇之

糧食短缺的研究指出，中國採取「人為」價格信號引導農民生產，由國家統一

收購糧食並壟斷銷售，再以低於市場價格「補貼」城市消費者。中國政策奏效

主因是政府嚴格制定預算，在補貼與財政能力之間取得平衡，因此未衍生出財

政危機；此外，Pérez-López（1997, 19-20）探討古巴在1990年代「特殊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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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íodo especial）8
因應糧食短缺的研究指出，當時古巴政府引進「城市農耕

政策」（La Política de Agricultura Urbana）來回歸社區為基礎的傳統農作，並

在1993~1994年間推動「農業市場政策」，由國家收購農民合作社的糧食並進

行補貼，同時允許合作社在特定糧食產區，將「部分剩餘」依據「市場價格」

來私下銷售，形成「農民自由市場」（Mercado Libre de Campesinos, MLC）。

該政策促成糧食生產數量與多樣性快速回升，舒緩了短缺（Pérez-López 1997, 

24）。可見，古巴的價格雙軌制，結合了政府強制收購與補貼價格，以及市場

機制，以在補貼消費者之際，同時兼顧生產者誘因，因此政策奏效。

上述文獻指出，影響一國糧食短缺的因素繁多，實需從檢視個別國家的脈

絡來理解。在拉美脈絡下，國內農業生產不足的問題，可追溯至土地產權結構

與使用模式，並在1990年代轉向市場經濟之後更形惡化。此外，後社會主義

國家轉型經驗亦指出，「糧食補貼」與「價格控制」是常用政策。中國政策奏

效主因是國家在補貼與財政之間取得平衡，這與國家能力高度相關，因此中國

政府干預市場成功被解讀是「協助之手」（Helping hand）；反之，古巴政策

奏效主因是導入「市場機制」，以提高農民合作社的生產誘因，同時避免拖垮

財政。這顯示補貼政策需與其它政策配合使用，例如：有效掌握市場資訊以

補強「人為定價」的不足、財政政策上善用市場機制與國家補貼之間的組合配

置，來彌補補貼造成的缺口。

回到委內瑞拉脈絡，影響委國農業生產不振的因素眾多，最根本問題是土

地產權的不確定性。事實上，委國土地產權集中問題，可追溯自殖民時期引

進「監護制」（Encomienda）形成的大地主產權結構（Felicien et. al. 2018）。

歷史特定過程形構的土地產權結構一直延續下來，造成可耕地集中在少數人

手中，多數農民是無地可耕。特別是奧里諾科河（Orinoco River）流域沖積

之肥沃平原，土地產權是由少數家族壟斷，並以畜牧業為主。只要大地主產

權結構與畜牧型態不改變，欲提高農業生產就存在較大困難（Crist 1942, 150-

153）。官方統計指出，1997年委國5%人口擁有75%土地，但底層75%只擁有

8 是指蘇聯解體之後，廢除了補貼古巴汽柴油的政策，造成古巴農作機械在缺乏能源之

下閒置，並引發國內糧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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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Wilpert 2006, 252）。顯然，歷史上土地產權過度集中現象未曾改

變，且農地用於糧食生產比例僅占可耕地一成、畜牧業是五成
9
，這亦凸顯閒

置土地的問題。

委內瑞拉糧食生產的問題，除土地產權結構因素之外，還存在結構性

驅力，亦即石油經濟造成的「荷蘭病」隱憂。這始於1920年代在馬拉開波

湖（Lake Maracaíbo）發現石油，促成委國經濟重心自農業轉向石油經濟

（Mielnik 2008, 593）。石油帶來的創匯，帶動了本幣升值，進口糧食變得

便宜，不僅衝擊了地方農業生產，更促使委國自糧食出口國轉變成進口國
10

（Felicien et al. 2018）。結果是，委國土地閒置比例偏高，擁有肥沃土地

卻須進口玉米、豆類、糖與雞肉等基本糧食，且數百萬農民更是無地可耕

（Márquez 2005, 3）。

1989年貝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總統啟動新自由主義政策與結構調

整，廢除了農業生產補貼和糧食進口優惠，導致國內糧食產量下滑（Uharte 

Pozas 2009, 312-314）。在市場經濟之下，逐漸形成大型食品集團壟斷的市場

結構。單是曼多薩家族（Familia Mendoza）持有的土地與「波拉食品公司」

（Empresa Polar）11 就壟斷主食玉米餅（AREPA）製作所需的玉米粉50~60%

市占率與多項產品的國內銷售市場。且在進口較便宜之下，大型食品公司轉

為從事進口生產，形成大型企業集團壟斷的糧食貿易結構（Curcio 2017, 87-

93）。根據Gott（2011, 164），委內瑞拉在1998年已有64%糧食仰賴進口。

1998年查維茲打著《玻利瓦革命》旗幟當選總統。次年，他頒布《玻利

瓦共和國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憲法第305條款確立「糧食主權」與「糧食權力」（Right to Food）原則。政

策目的在振興地方農業、倡導小農生產與公平價格，確保公民享有充裕廉價

9 1997年可耕地面積約3,007萬公頃，農業種植佔300萬公頃（10%）、牧場1,713萬公頃
（56%）（焦震衡 2015, 187）。

10 1921年委內瑞拉出口組成中，咖啡與可可就佔總出口的63.4%。但發現石油之後，1940
年出口組成中，石油就佔了94%（Lavelle 2016, 31）。

11 委國最大食品加工與飲料商。1941年成立，擁有40個垂直整合關係企業、高知名度
食品品牌Harina Pan，亦是CADA連鎖超市股東（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b,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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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同時終結大型食品集團壟斷的糧食貿易體系（Gutiérrez 2013b, 16）。

2001年查維茲在《授權法》（Ley de Habilidades）框架下提出《土地與農業發

展法》（Ley de la Tierra y Desarrollo Agrario）。2003年更啟動一系列農業與

糧食相關計畫，包括：促進農地再分配的《薩摩拉任務》（Misión Zamora）12

（Mielnik 2008, 593-594），推動糧食補貼的《糧食市場任務》（Misión de 

Mercados de Alimentos, MERCAL），以及2007年在「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

國家轉型框架下啟動的食品加工和零售業國有化政策。最終，查維茲企圖打破

土地產權集中與進口糧食結構，以振興地方農業、解決無地農民問題，並尋求

抑制「荷蘭病」造成的糧食進口激增問題。

簡言之，查維茲試圖以國家新制度主義去形構市場制度。這一系列政策確

實重組了土地產權、糧食生產與供應體系，但今日看來卻是失敗告終。為何如

此？究竟，長達十餘年的政策，對於委內瑞拉糧食體系的影響何在？又是如何

導致生產下降、進口增加，並走向「極度短缺」。其過程與機制為何？

參、理論與研究方法

新制度主義論者主張，一國的經濟表現，無法完全使用生產要素的投入來

解釋，還受到與生產相關的制度環境所影響（劉雅靈 2011, 64; North 1990）。

North（1990）主張，制度是決定長期經濟成就的根本因素。「制度」與「經

濟成就」之間的關係，取決於「制度組合」（劉瑞華 1994, xi）。

強調制度的比較政治經濟學文獻中，Hall and Soskice（2001, 6-36）的

「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y of Capitalism，以下簡稱VoC）整合了宏觀政經

制度與微觀企業的策略互動分析，來解釋一國的經濟表現。他們提出「比較

制度優勢」（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概念，並主張「比較制度優

勢」是由幾個關鍵的「制度互補」（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13
形成，強

調制度的互補效應與次系統之間的「協調」，會在某種程度上降低市場的不確

12 計畫取名自委內瑞拉19世紀農民運動英雄Ezequiel Zamora（Wilpert 2005）。
13 勞動關係-公司治理、勞動關係-國家培訓體系、公司治理-企業間關係，這些面向會決
定一個政治經濟體是否具有協調與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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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強化經濟行動者進入協作的「可信承諾」（credible committment），而

影響一國經濟表現。

Hall and Soskice（2001, 17）在Aoki（1994）基礎上，重申「制度互補」

定義是：「一個制度的呈現／效率（presence/efficiency），會增加另一個制度

的遞迴／效率（return/efficiency）。」Amble（2000; 2016, 82）則主張，最廣

為接受的定義是：「一個制度的功能性表現，受到另一制度的呈現或運作所

影響」。後續Amble, Ekkehard and Stefano等人（2005, 312-313）在上述基礎

上，補強了「制度互補」的「動態穩定」定義：「兩個制度稱之『互補』，是

指一個制度的呈現，會去強化另一個制度的存在、運作或效率。⋯⋯制度互

補的『綜效』是指一個制度的存在，會影響另一個領域的制度表現，亦會誘

發個人或集體行動，而衝擊另一領域的一群人，即『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由此可知，制度互補強調制度協力的綜效，將引導經濟行為並影響

經濟表現。

然而，部分學者批評VoC過於強調經濟制度的穩定、協調與靜態平衡，

忽略促成改變的動態要素。且過於強調企業中心的觀點，未正視國家角色的

重要性（Schmidt 2003, 527）。為了修正前者，Hancké, Rhodes and Thatcher

（2009）提出「超越資本主義多樣性」（Beyond Variety of Capitalism）的觀

點。
14 他們主張，經濟治理反映的是政治建構的制度幾何（Hancké et al. 2009, 

284-285）。此外，多數國家的經濟制度，實際上都是一種「混合市場經濟」

（以下簡稱MMEs），並凸顯國家在其中的角色。他們主張帶入國家角色，以

及經濟行為者之間衝突與結盟的分析，來補強「制度互補」的基礎和「制度改

變」的機制（Hancké et al. 2009, 278-282）。

由此可知，「制度」與「經濟表現」之間的關係，仰賴「制度組合」創造

的「互補效應」。因此，實需提高「制度品質」（Institutional quality），釐清

何種「制度組合」有助於提振或阻礙經濟表現。這又凸顯出「國家」作為制度

建構者的角色，以及國家與經濟行為者之間的衝突與結盟對於制度穩定與改變

14 提出四個面向來修正VOC理論：衝突與結盟、互補與制度改變、混合市場經濟、國家
角色（Hancké, Rhodes and Thatcher 2009, 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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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Fligstein的市場制度論，為市場運作所需的制度以及市場制度中的權力分

析提供了框架。他主張「國家」可經由政策介入來建構市場制度、穩定市場運

作。這仰賴「財產權」、「統理結構」
15
、「交易規則」

16
與「控制思維」

17

等四種制度。其中，「財產權」決定了資本與盈餘分配，並界定出市場的支

配關係；「統理結構」規範了市場的競爭與合作關係。他亦指出國家結盟的對

象，將引導市場制度的形成與走向（鄭力軒 2007, 37-40, 59）。事實上，對於

產權和市場交易之微觀過程的文獻中，Williamson（1981）的交易成本論早已

指出經濟制度對於降低企業在市場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與市場誘因的貢獻。

他主張「私有產權」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界定了企業交易的內外部

邊界，並影響「交易成本」、「激勵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以及結盟之

間的「可信承諾」
18
。然而，在一個MMEs中，不同產權類型的組織，受到國

家政策與市場制度引導的效果存在差異，須回到產權結構與市場制度面來釐

清。

此外，對於這些微觀經濟行為如何放大到解釋宏觀經濟發展時，Nee and 

Ingram（1998）則以「社會組織」此一中層概念，銜接起宏觀制度表現與微觀

個人互動之間的落差，以將微觀個人轉為組織層次來營造起集體行動的邏輯，

並對上層制度進行集體行動的輸入。

最後，既有文獻在探究為何國家干預市場會失敗時，存在兩個競爭性論

點：大政府（Leviathan State）因過度干預經濟而阻礙私部門發展，或是弱政

府（Weak State）因無法提供有效的政策與制度支援而干預失敗（Brown, Earle 

and Gehlbach 2009, 264）。顯然，「國家」對於市場干預之成敗，不僅涉及到

「制度」的組合與品質，又與「政府品質」（Quality of Government）有關。

15 控制市場競爭與合作的規則，區分為法律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後者是鑲嵌在社會組織

的慣習。
16 「交易規則」是「統理結構」的延續，落實在規劃更細緻的交易條件。
17 反映一組控制意識的權力關係，或集體思維的文化建構，通常符合特定團體利益的文

化模組。
18 使用可信承諾來支持結盟、互惠交換。例如：相互抵押來維繫承諾（段毅才 2002, 232-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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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與市場關係的文獻中，Walder（1995）主張中國推動產業發展時，政府

雖凌駕法律之上，卻積極協助企業推動產業發展。此一過程雖涉及貪污，但貪

污存在組織性與限制，因此干預成功，而被定義是「協助之手」；相較於俄羅

斯與東歐政府凌駕法規制度，且在缺乏組織性貪污之下官僚個人主義高漲，

並使用政府權力去擷取「租金」（Rent），因此干預失敗，淪為「掠奪之手」

（Grabbing hand）（Frye and Shleifer 1997, 354-355）。上述文獻指出後社會

主義國家轉型過程中，市場運作好壞不只受到國家打造的市場制度所引導，亦

與國家統理與監管市場秩序的行為有關。

在上述理論基礎上，本文採用制度論，以「制度互補」作為分析架構，同

時帶入國家角色與國家結盟概念，來補強制度互補的基礎與改變機制（參閱表

1與圖1）。本文聚焦在分析委內瑞拉糧食市場轉型過程中，國家打造的三條制

度變遷軸線，亦即：土地改革與再分配（土地產權結構社會化）、食品加工與

零售業國有化（糧食生產體系國有化）、價格與匯率控制政策，並探究這些政

策如何重組市場結構、制度與統理機制，並形構制度之間的「互補效應」來引

導微觀與集體行為，最終導致國內糧食生產下降、進口糧食攀升。

在「制度互補」的運用上，本文將「價格控制-土地產權結構（社會

化）」、「價格控制-糧食生產體系（國有化）」視為是「制度互補」。前一

項制度「價格控制」誘發生產者進行投機，並導致短缺，而擴大了後兩項制度

「土地產權結構」與「糧食生產體系」的運作，形成前一個制度的存在、運作

與效益，會去影響後兩個制度領域的遞迴與表現。此一「制度互補」的效應，

主要源自制度之間形成的「激勵結構」會去引導個人與集體行動。此外，本文

也帶入國家與經濟行為者的衝突與結盟概念，來補強「制度」的互補與改變機

制。在委內瑞拉案例中，查維茲推動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選擇與農

民與勞工結盟。他們又被稱作是廣義的「查維茲黨」（Chavistas）19
。此一結

19 「查維茲黨」不是一個政黨。此概念泛指那些支持並追隨查維茲理念與政策的群眾。

Sesto（2006, 21-22, 39）在《為何我是查維茲黨？》（¿Por qué soy Chavista?）書中指
出，自我標示為「查維茲黨」者，是指那些追隨查維茲的人民。他們來自廣大社會中

被剝削人民（desposeídos），並相信查維茲規劃的革命進程與國家願景，將為他們創
造一個更公平正義與有尊嚴的生活。本研究受訪者VG-2亦指出查維茲黨是指：「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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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茲視為偶像崇拜的人」；VG-3表示：「是指相信查維茲的政治意識形態，要追隨
他的人」。由此可知，「查維茲黨」是指跟隨查維茲理念與政策的人民。從「查維茲

黨」對應的社會群體來看，Lupu（2010, 25-27）主張，支持查維茲的人並非都源自社
會底層，還包括不成比例的中產階級和其他階級，因此「查維茲黨」是一個多社會階

級組成的概念；Ellner（2013, 65）認為此概念主要由組織性勞工階級、中產階級與傳
統非組織性部門三個社會群體組成。在本文脈絡下，則是指與查維茲形成聯盟的社會

團體，包括：國有糧食與社會經濟部門的成員。受訪者VU-2亦指出，「查維茲黨」逐
漸變成負面稱謂，主因是大家認為他們只想圖利自己。

表1　研究架構與操作變項說明

制度 政策 操作意義說明

上層政策：

國家轉型的

政策框架

二十一世紀社會

主義國家轉型

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與糧食主

權的框架下啟動國有化政策與

經濟結構的轉型，以逐步縮小

市場經濟、擴大國有企業與社

會經濟部門。

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轉向混合市場

經濟的過程

中層政策：

制度互補

土地產權結構

（社會化）

2 0 0 3年：啟動土地改革與再

分配，將閒置土地轉換為生產

性單位，並協助成立農業合作

社。

制度互補創造的

效應與激勵結

構。

糧食生產體系

（國有化）

2004年：成立國有糧食銷售網

絡MERCAL。

2007年：啟動食品加工與零售

業國有化。

價格與匯率控制 2003年：對基本糧食實施「最

高價格限制」，同時採取「匯

率控制」。

下層政策：

集體微觀行

為

社會生產組織 農民合作社、社會生產企業與

社會主義企業等社會經濟部門

上述制度之間形

成的互補效應，

如何引導生產與

銷售行為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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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是立基於打壓私人資本的前提之上，重新分配產權、市場的獲利給他們。

一方面，推動有利於結盟對象的制度；另一方面，組織起「社會經濟部門」

（sector de la economía social）來打造國家糧食體系，並成就「糧食主權」。

本文則以「社會經濟部門」作為中層組織，銜接起宏觀制度和微觀行為之間的

互動。

最終，本文目的在探究國家打造的市場制度與統理結構的樣貌，釐清市

場運作邏輯與控制機制，以及制度之間形成的「互補效應」創造的「激勵結

構」，如何衝擊資本家的生產、引導「社會經濟部門」的生產與銷售行為，並

讓原先國家與「社會經濟部門」之間結盟的「激勵結構」與「可信承諾」走向

失效，以論證為何長達十餘年的政策，最終會導致國內糧食生產下降、糧食進

口走升，並於國際油價崩跌時陷入極度短缺。

在時間架構上，本文將2001~2013年視為分析的時間架構，主因是2001年

查維茲走向反新自由主義政策，並於2003年啟動土地改革與再分配，同時落

實基本糧食的「價格控制」；2007年啟動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之下，推動食品

加工與零售業國有化，形成國有糧食體系。長達十餘年的「徵收」過程，委國

糧食體系從2007年以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逐漸縮小市場規模，

擴大國有與社會經濟部門比例，最終形成一個「混合市場經濟」。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取質性研究，以次級資料分析為主，深度訪談

為輔。本研究資料取得的限制在於，委內瑞拉中央銀行（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以下簡稱：BCV）自2008年就停止公佈農業相關市場價格數據，

導致長期數據取得困難（Gutiérrez 2013b, 22）。此外，BCV數據與學者數據

亦存在落差，引發可信度的疑慮，且國際糧農組織（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數據又來自委國官方提供。另一個限制在於，委國自2007

年開始不核發簽證給本國人。在無法進入委內瑞拉之下，本研究轉赴秘魯利

馬（Lima）訪問委國移民或難民。誠然，自2008年查維茲啟動大規模「徵

收」開始，就陸續有資本家與專業技職人士遷移到周邊國家。加上2014年爆

發嚴重物資短缺，誘發大規模難民潮往周邊國家擴散。秘魯前總統庫琴斯基

（Pedro Pablo Kuczynski）因對難民提供較低簽證費，促成秘魯成為2018年以

後接收難民數量成長最快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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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委內瑞拉糧食體系的制度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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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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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取樣上，以滾雪球方式累積受訪者，主要採取半結構式訪談。在受

訪者選擇標準上，考量查維茲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和「糧食主權」政策的影響

範圍屬於全國性政策，且國有化政策又廣泛衝擊私部門。加上無法進入委國的

諸多限制之下，選取標準主要以曾參與過政府計畫或受衝擊的利害關係人，以

及私部門等幾個較寬鬆原則。本研究受訪者年紀介於25~45歲的青壯年人口，

多數居留秘魯時間為半年∼三年之間。由於查維茲大量投資教育，委國青壯年

多具備大學文憑。受訪者多服務於利馬服務業，亦有執業律師和NGO團體。

訪談時間始自2018年7月1日~15日，同年10月補充一個訪問，2019年3月再補

充一次網路訪談，共計12人、13次訪談。請參閱附錄1受訪者編碼。

肆、糧食主權、農業政策與市場制度重組

2001~2013年間查維茲在「糧食主權」與「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國家轉

型框架下，推動了土地改革與再分配、國有糧食銷售網絡，以及糧食生產體系

國有化等一系列政策。長達十餘年的過程，重組了糧食生產體系與市場制度，

形成了國有糧食體系，並對後續國內糧食的生產與供應，產生巨大影響。以下

說明：

一、糧食主權、土地再分配與農民合作社（2001~2005）

土地產權的不確定性，是抑制農業生產的主因之一。2001年查維茲提出

「糧食主權」與一系列反新自由主義的《授權法》（Ley de Habilidades）。其

中，與「糧食主權」密切相關的是《土地與農業發展法》（以下簡稱：《土

地法》）。其立法精神可追溯至《玻利瓦共和國憲法》第307條款：「大莊

園產權制（El Latifundio）與社會整體利益背道而馳，應禁止大莊園，允許變

更閒置土地產權，並轉讓給國家或可使恢復生產的實體（Quintero, García and 

Rosales 2013, 17）。」該條款更賦予國家有權去推動有利於農業生產與永續發

展的秩序，例如：社會與集體產權（Mielnik 2008, 594）。

事實上，查維茲的「糧食主權」內含「土地正義」與「糧食安全」兩個概

念。他欲藉由《土地法》改變土地產權集中弊病，並提振地方農業生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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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再分配土地從何而來？

2001年查維茲重新定義了所有權與土地持有規模的合法性。取法巴西經

驗，查維茲主張，土地使用應符合「社會功能」原則（The Social Function 

Doctrine）。此一原則源自於基督教義對於私有產權不構成絕對產權的「王

權產權」（Regalia title）定義，並主張所有土地都緣自於國家，使用上必須

滿足社群需求（community need）為前提（Mielnik 2008, 599）。基於此，

《土地法》規範合法持有土地面積應介於100到5,000公頃之間，並由「國家

土地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las Tierras, INTI）20
依據農地「生產力」

（productivity）來評估。同時，授予政府權力去「徵收」私人產權，並改用閒

置或低品質土地補償（Howard-Hassmann 2015, 1034）。當時，土地再分配是

從公有閒置土地著手，之後擴大徵收私人土地。最終，國家在訴諸「糧食主

權」和「社會公益」優先之下，力促土地重分配，這也為後續打造國有糧食生

產體系奠定基礎。

在土地再分配的執行上，2001與2003年查維茲先後啟動《返回農村任

務》（Misión Vuelta al Campo）與《薩摩拉任務》，目的在推動「耕者有其

田」（A quién la quiera trabajar），並落實土地再分配，同時抗衡「荷蘭病」

造成的農業生產不振與進口緩增的隱憂（Mielnik 2008, 594）。當時，《薩

摩拉任務》主要以公有土地再分配為主，鼓勵失業者返回農村，形成「再農

民化」（repeasantization）（Purell 2014, 208-209）。根據Wilpert（2005），

2003年度就向13萬個家庭發放約150萬公頃土地，每戶平均分得11.5公頃。21

2005年土地徵收對象轉向私人閒置土地，特別是持有超過5,000公頃土地

者（DeLong 2005）。查維茲藉由挑起大地主產權合法性爭議，要求地主交

付自1848年以後完整的「產權證明移轉鏈」（chain of title）22
，以確認土地

合法性，同時操作「閒置土地」違憲性（Mielnik 2008, 597）。然而，重分配

20 負責規劃持有土地之規模與相關標準認定，並從事土地契約監管、負責補償地主。
21 當時多數被分配土地已存在佔領或定居事實，只是未獲法律承認（Mielnik 2008, 594-

595）。
22 1848年首次落實土地產權契約的重整，並開始有較明確的登錄紀錄（Márquez 20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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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並不是以個人或集體資產授予農民，而是在《農業憲章》（Agrarian 

Charter）下以「社會財產」（social property）賦予合作社耕作的權力和義務

（Márquez 2006, 2）。

根據土地與農業群眾權力部（Ministerio del Poder Popular para la 

Agriculturay Tierra，以下簡稱：MPPAT）統計，截至2006年共計成立13萬餘個

合作社（Lavelle 2016, 61）。它們後續成為政府推動《糧食市場網絡》（以下

簡稱MERCAL）的供應商，並於2007年籌組國有糧食體系時被整合成「委內

瑞拉食品公司」（Corporación Venezolana de Alimentos, CVAL），並以大批發

方式將產地糧食直送國有銷售據點（Lavelle 2016, 71）。

MPPAT（2010）統計指出，2003~2007年間查維茲政府共計徵收536萬

3,788公頃土地，其中287萬公頃來自大地主制下的畜牧業。2008~2013年間又

徵收98萬3,590公頃土地（Lavelle 2016, 81-82）。此外，INTI統計顯示，截

至2008年共計重分配了約438萬公頃土地給10萬1,594個農業合作社（Purcell 

2014, 209）。本文將上述徵收數據加總，換算之後約佔全國可耕地面積達

21%。

二、建立國有糧食銷售與補貼網絡（2003~）

2003年4月查維茲提出《糧食市場任務》（以下簡稱：MERCAL）。

MERCAL取法自古巴經驗，目的在設置一個食品銷售實體，以提供低收入戶

廉價且充裕的基本糧食（Lavelle 2016, 71）。MERCAL的糧食供應來自在地生

產，特別是農民合作社為主。

2004年查維茲設置「糧食群眾權力部」（Ministerio de Poder Popular para 

la Alimentación，以下簡稱：MINPPAL）作為推動「糧食主權」的機構。在運

作上，MINPPAL在全國低所得區設立MERCAL。2009年MINPPAL統計指出，

全國共成立16,456個MERCAL，佔當時零售市場覆蓋率40%（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b, 44-46）。MERCAL設置初期，主要針對69種基本糧食提供

35%折扣，之後逐漸擴大項目。23 儘管MERCAL設置目的在提供低所得者補

23 不同產品存在27~39%不等折扣。根據2006年統計，稻米折扣是45%、義大利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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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卻不排斥任何階級購買（Schiavoni and Camacaro 2009, 137）。

2007~2008年爆發全球糧食危機（food crisis），委國更因修憲案引發企

業囤積與「短缺」。
24
為了對抗「短缺」，2008年查維茲頒布《糧食主權和

糧食安全法》（Ley Orgánica de Seguridad y Soberanía Agroalimentaria），對

基本糧食實施出口限制
25
，並監管供應、價格與庫存；同年，更在都會區設

置以中產階級為銷售對象的「委內瑞拉糧食生產與分銷體系」（Productora y 

Distribuidora Venezolana de Alimentos，以下簡稱：PDVAL）（Schiavoni and 

Camacaro 2009, 137-140）。不同於MERCAL，PDVAL的糧食供應來自委內瑞

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 A.，以下簡稱PDVSA）以石油美元購

買的進口糧食。在定價策略上是介於市場與控制價格之間，強調與私人量販業

者競爭，以迫使後者調降價格（Lavelle 2016, 71）。2009年啟動「徵收」食品

零售業，更將228家超市整合進PDVAL（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44, 57）。

根據2009年MINPPAL第二季統計，當時已有高達51%委國人民在

MERCAL消費、40%在PDVAL消費（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45）。這顯示出，糧食補貼的普遍性原則與高覆蓋率。

三、食品加工與零售業的國有化政策（2007~2013）

2007年查維茲邁入第三任期，他在就職典禮中宣告將帶領國家邁向

「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同年，更頒布《第一個社會主義計畫》（El Primer 

Plan Socialista，以下簡稱：PPS），並啟動「國有化」政策，目的在強化生產

鏈的垂直整合，帶動「內生發展模式」（Desarrollo endógeno）。特別是在邁

向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過程，須先推動經濟結構的根本改變，以取得國有部門、

38%、玉米22%。在低所得區有時折扣可達50%。參閱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b, 57)。

24 這次短缺的成因複雜。內部原因來自於價格與匯率控制造成的投機行為，更是對查維

茲修憲恐威脅私人產權的反撲（Ellner 2013, 67-68; Ellner 2010）；外部因素，則來自
於全球糧食危機，推高國際糧食售價，又回過頭去惡化了投機和短缺。

25 包括：食用油、稻米、雞蛋、糖、穀物、咖啡、鹽、鮪魚和沙丁魚罐頭、玉米粉、小

麥粉、馬鈴薯、牛奶、義大利麵、番茄、玉米（Lavelle 201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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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與社會經濟部門三方平衡為目標（Mateo and Sánchez 2013, 35）。

同年，查維茲提出《2007憲法改革法案》（Proyec to  de  Reforma 

Constitucional de 2007），企圖修改1999年憲法中的69個條款，以符合社會主

義精神。憲法修正案第112條，試圖將原先保障私人產權條例，變更為多元產

權；第115條更賦予國家使用「徵收」手段，這些都嚴重威脅了私有產權與

市場經濟
26
（Ellner 2013, 68）。只是，2007年10月修憲案以1%~2%之差未過

（López Maya and Panzarelli 2013, 263-264）。直到2008年12月二次提案並於

次年通過（Ordaz 2009）27
，這衝擊了土地產權與企業管理結構，並對糧食體

系產生深遠影響。

誠然，2007~2008年查維茲啟動「國有化」目的，不只是為了推動經濟結

構轉型、建立垂直整合的國有糧食生產體系，同時更是回應「短缺」的策略。

自此，委內瑞拉開啟了長達十餘年的「國有化」過程。2007年第一波「國有

化」對象以「資源部門」為主，但國家已開始介入食品加工業；2008~2009年

第二波國有化衝擊了「食品加工部門」，包括：稻米加工、冷凍倉儲、冷藏肉

類、乳製品與咖啡等無一倖免（Ellner 2013, 66-69）。許多知名食品企業難逃

「徵收」，2010年外資企業28
亦相繼淪陷（Mateo and Sánchez 2013, 34）。其

中，壟斷國內七成肥料供應的西班牙企業Agroisleña被徵收後，與2009年政府

成立的「社會主義農業商社」（AgroTienda Socialista）整合為壟斷上游的國有

原料供應商，並以低於市場價格40~60%販售種子、化肥與機械；此外，國有

化亦延燒到「食品零售業」。2010年查維茲相繼「徵收」量販龍頭Éxito的6 間

超市、法資CADA29
的35間與荷資Makro的量販超市。在「徵收」一系列零售

業者之後，建立了超大型國有超市「兩百周年供應網絡」（La Red de Abastos 

26 第112條「促進私有產權發展」條款修正為「促進一種結合社區、國家和私部門的混
合經濟。」；第115條款「允許國家基於社會利益或公共使用採取徵收手段」（Ellner 
2013, 68）。

27 2009 年2月15日憲法修正案公投，以54.4% 支持修憲、45.6%否決修憲通過。
28 包括：美國食品公司Owens-Illinois與Cargill的子公司、墨西哥食品公司Monaca與

Gruma，以及義大利Parmalat公司等（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37-52）。
29 法資成立的量販連鎖。在委國22個城市共計擁有35個量販超市。參閱Felicien et al. 

(20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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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entenario）（Felicien et al. 2018, 4）。

簡言之，查維茲徵收了農地、食品加工與零售通路，以及種子與化肥供應

商，形成一個自糧食生產、食品加工、分配到銷售之垂直整合的國有供應體

系，以取代原由私人企業集團壟斷的糧食貿易體系（參閱表2）。

表2　委內瑞拉糧食生產體系與市場結構

上游原料

 （種子／肥料／機械）

中游生產與加工 下游

（零售通路）初級糧食 食品加工

國有體系

（80%）

國有企業 社會經濟部門 國有企業

Agroileña*

AgroTienda Socialista** 

AgroPatria**

農民合作社 聯合管理企業

社會生產企業

MERCAL**

PDVAL**

ABASTO

CENTENARIO*

私人體系（20%）：主要以波拉食品公司為主 

說明： *被徵收的企業。**政府創立國有企業。MERCAL網絡亦整合部分微型私營攤販。

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

在當時，此一「徵收」過程是鑲嵌在「糧食主權」與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

上層政策下開展，同時亦是回應「短缺」而來的策略。然而，查維茲雖「徵

收」上百間倒閉或外逃的企業／工廠，但並非都轉型為國有企業
30
，有些轉

由合作社，或是由「社會生產企業」（Empresa de producción social，以下簡

稱：EPS），或由勞工和國家共有與共管的「聯合管理企業」（Empresa de 

Cogestión）來經營。後兩者名稱亦經常相互挪用（Purcell 2014, 210；Mateo 

and Sánchez 2013, 32）。無論何者，它們都屬於「社會經濟部門」，角色是去

滿足社會需求，強調「使用價值」而非獲利極大化，以修正獨尊資本積累與

股東價值的市場邏輯。「社會經濟部門」被要求以合理利潤的「公道價格」

30 2007年4月開始推動國有企業轉型為社會主義企業（empresa socialista）（Azzellini 
2009）。



 委內瑞拉糧食生產體系與短缺之研究（2001~2014）：過程與機制　115

（precio justo）供應國有體系（Purcell 2014, 210）。

這亦證實了「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體制特殊性，它本質上強調的是國家

對於經濟的干預，實際上在保有石油經濟結構下，走向介於社會主義與市場經

濟之間的MMEs，並凸顯出多元產權的特殊性。這些新形式的社會生產組織，

肩負起國有糧食體系的生產與加工，並在「最高售價限制」下供應國有糧食體

系，形成政府嘉惠消費者的廣泛補貼。

由此可知，2007年以前查維茲在「糧食主權」框架下啟動土地再分配與國

有糧食市場銷售計畫。當時，國家的結盟對象是無地農民，國家不僅移轉土地

產權給農民、協助成立合作社，同時壟斷收購它們生產的初級糧食，並將農民

納入國有供應體系；2007年開始啟動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國家結盟對象擴及

組織性勞工。生產組織形式亦從合作社擴大到EPS、聯合管理企業等多元產權

與組織形式。它們都被賦予所有權與管理權，並成為國有產銷體系的一環。

此一階段，國家重組了市場產權結構、打造了糧食市場制度與新的「激勵

結構」。當時，國家選擇與農民和勞工結盟，授予土地產權與企業管理權，

同時保障收購產品，並提供銷售市場等多重「保證」，形成協作契約。這形同

是一種交易市場內部化，並將這些社會經濟部門納入國有糧食體系。此一結盟

的「可信承諾」是立基於國家與農民和勞工之間的「互惠」，並賦予物質保障

與經濟參與的權力，以創造社會經濟部門在生產上的「激勵結構」；反之，由

社會經濟部門提供國家所需的政治支持，並進入與政府協作，同時接受在「最

高售價限制」之下將部分經濟剩餘移轉給消費者，來成就查維茲的「糧食主

權」。

伍、市場統理結構與制度互補效應

2008年查維茲啟動食品加工與零售業的「徵收／國有化」，逐步建構一個

由國家主導，自生產、分配到銷售的國有糧食體系。此一漫長過程，國家是如

何重組糧食生產體系與市場制度，引導生產者走向，並導致委內瑞拉的農業生

產下降、糧食進口提高？其中「過程」與「機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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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統理結構：市場運作邏輯與分配機制

2007~2008年查維茲啟動資源部門的「國有化」，其中與農漁業相關的食

品加工與零售業無一倖免。長達十年的國有化過程，不僅建構了國家主導的食

品供應體系，也造成企業倒閉與資本家外逃。最終，玻利瓦政府壟斷了國內近

八成的糧食與食品生產體系，只剩下一家私人「波拉食品公司」（Mateo and 

Sánchez 2013, 35）。本文受訪者對於當時「徵收」的「過程」與「機制」描

述如下：

「『徵收』過程爭議很多。查維茲經常『指控企業』是資本主義

並剝削員工。舉例來說，一家工廠被指控是『資本主義』，因為老

闆付員工100元薪水，但查維茲說這是『剝削』，應該要給500元。

然後就開了一張很貴的『罰單』，造成企業倒閉。這是一種是用稅制

（sistema tributaria）來壓迫資本家，給你開一張很貴罰單讓你直接倒

閉。」（附錄1, VB-4）

「查維茲『徵收』企業方式是給你選擇：是要被『徵收』、還是

被關進監獄？這個『徵收』過程自2007年開始，持續有十年之久，是

一個漫長且廣泛過程。所有的農業、生產、銀行、不動產、醫院與媒

體全都被徵收。⋯⋯自2007年開始很多生產性企業陸續關閉。⋯⋯

『徵收』過程就像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運動。」（附錄1, VC-1）

「曾發生一件事情，有位委內瑞拉人去賣咖啡，辛苦打拼終於創

業成功，一路爬上來變成企業家。結果，查維茲就指控他是資本家，

把他的公司收掉。這讓個人想努力的誘因都沒了。⋯⋯現在委內瑞拉

有八成公司都停擺。」（附錄1, VG-1）

誠然，查維茲在「糧食主權」與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框架下，啟動「徵

收」。本研究發現，當時「徵收」邏輯是鑲嵌在「資本-勞工」對抗的論述下

開展。國有化的目的，不僅在恢復糧食生產，更在壓制資本家的前提上，逐步

擴大國有部門與社會經濟部門、縮小私人部門，以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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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可替代大型糧食貿易集團的國有供應體系。

以「徵收」的工具-手段來看，查維茲慣常「指控」資本家對勞工「剝

削」或「囤積／圖利」，並訴諸「罰款」導致企業倒閉，或以威脅「入獄」方

式迫其就範。這顯示出查維茲是在操縱「資本-勞工」對立之下，輔以國家強

制力進行「徵收」。這亦呼應既有文獻主張，國家在指控企業從事「投機、走

私或未供應國內市場」之下強制「徵收」（Ellner 2013, 69; Romero 2007）。

舉例來說，2009年Agroisleña公司被政府指控用較高利率貸款給小農，並用央

行給予較佳匯率進口原料並高價販售圖利，因而被「徵收」（Lavelle 2016, 

78）。

問題是，當時薪資是否過低以致於構成「剝削」，或是售價過高而形成

「圖利」，事實上是依據勞工舉證或「查維茲黨」的主觀判斷。且在轉向社會

主義國家的過程中，資方相對於勞方的弱勢，更形成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然

而，生產者之所以會「囤積／投機」卻與「利潤」空間較為相關，這是理性抉

擇下的經濟行為，又與制度的「激勵」息息相關。

誠然，自2007年查維茲啟動「徵收」開始，就導致企業外逃與倒閉。表

3委國工業生產指數（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以下簡稱IPI）指出，IPI自

2006年10.1%下降為2007年的6.9%，2009~2010年間「徵收」高峰期更跌至

1.0~1.3%。國有化政策之後形成的國有體系雖讓IPI回升，但回不到2007年以

前市場經濟的水準。

表3　委內瑞拉工業生產指數（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 IPI）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實質GDP成長

率（%）
10.3 8.4 3.2 -1.8 -2.0 1.9 2.3 2.6 3.0

人均GDP

（美元）
6,773 8,219 10,606 13,402 11,865 8,541 7,105 6,374 5,946

工業生產指數

（%）
10.1 6.9 4.8 1.0 1.3 2.3 3.2 3.3 3.1

資料來源：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2010b,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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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徵收」之後，委國卻逐漸出現企業關廠或產能過剩等現象，並

導致國內生產下降（Corrales 2011, 125）。為何如此？主因是糧食場域的運作

邏輯與分配機制已經改變。本研究受訪者指出：

「以糧食體系來看，查維茲黨『徵收』農莊與糖種植園之後，就

分給農民。⋯⋯每徵收一個企業或工廠之後，就成立一個對應的『玻

利瓦工會』（sindicatos bolivarianos），讓員工自己來當老闆。然後

又設置了一個相對應的《任務》（Misión）。⋯⋯但很多時候，員工

也不懂經營，過一陣子企業就倒閉了。⋯⋯」（附錄1, VB-4）

「原先的糧食生產企業因為被『徵收』，企業／工廠就倒閉，

後來國家內部便成立MERCALs，壟斷很多原料物資的生產與銷

售。⋯⋯但是，查維茲黨都是差別待遇的。他們先是賣原料賣得很貴

給其他資本家，但是給查維茲黨就比較便宜。然後慢慢其他資本家就

倒了，但很多國內生產又不夠。於是，查維茲黨就改成進口很多糧

食。」（附錄1, VC-1）

「糧食生產的問題是，許多『原料』的供應都依賴進口，進口就

需要『美元』。但政府控制了美元，私部門只好到黑市換美元，然

後再進口。去黑市買美元每個環節都要多付一點。例如：換一百美

元，可能要付雙倍價格才能換到。⋯⋯因此，私人企業只能維持少量

生產，私人超市也只賣少樣的東西，目的只是為了讓企業存活、不要

倒閉。⋯⋯政府壟斷的體系則是因為固定價格（precio fijo）無法調

整，但通膨是每日都在漲。⋯⋯最後，很多國有供應體系因為不合成

本失去生產誘因，所以政府門市常沒東西可買。」（附錄1, VB-5）

「委內瑞拉雖然徵收很多企業、土地，但還是有些私人企業。但

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很全面，所以還是很難擺脫政府干預。有些企業撐

下來，有很多是逃離國家，特別是糧食部門。⋯⋯合作社糧食生產部

分，原本那些農民，有些後來因為價格控制開始不合成本，就休耕

了。」（附錄1, V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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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糧食市場轉型機制與統理結構來看，受訪者指出，查維茲在「徵收」一

塊土地／企業／工廠，經常同時成立一個對應的「合作社／工會」，並將原本

私人產權變更為社會／集體／混合產權的合作社、EPS或聯管企業。同時，政

府更配合設置一個對應的《任務》，以將前者納入《玻利瓦革命》與社會主義

國家轉型框架下。本文稱之是一種「徵收（所有權移轉）-工會（企業組織形

式走向社會控制）-任務（鑲嵌回上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三位一體的制度

化結構轉型。
31

那麼，為何生產性組織會陸續出現生產下降、產能過剩或倒閉？由於個別

企業在規模／營運模式／組織形式都存在差異，無法等同視之。在現象本身多

元且複雜之下，本文僅就研究發現，歸納出兩個運作機制： 

第一，場域運作機制-供應鏈的「政治」：查維茲黨在「徵收」過程中，

逐步壟斷全國八成原物料的「供應／分銷」，並形成公、私雙軌體系的混合市

場，由國家主導並對私企業進行不公平競爭。本研究受訪者指出，查維茲黨

在控有供應鏈的「分銷」過程中，經常訴諸「親查維茲黨-非查維茲黨」之兩

元分化的政治邏輯，作為經濟領域上是否供應原料（數量與價格）的判準。這

種政治控制思維滲透到經濟領域之後，造成供應上的厚此薄彼，嚴重扭曲了公

平競爭的市場機制與價格信號。許多企業不是進料成本提高、就是生產原料短

缺，導致產量下降，造成無法在市場競爭或存活而倒閉。

最終，在多數食品供應鏈逐步被國家控制與壟斷之下，形成國家主導的

由上而下分銷體系。由查維茲黨控制經濟供應的「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並決定「誰」可以取得供應、以及供應的原料價格，同時對基本

糧食進行「價格控制」。這凸顯出經濟場域的控制思維，是政治上兩元分化的

敵我意識。

然而，在國內的「原料供應」受限之下，企業若欲尋求直接進口原料，

還受到BCV對於「美元兌換」的限制。加上政府行政效率不彰，等待兌換美

31 本研究受訪者VB-5指出，儘管法律規定糧食相關基礎建設應屬於社會產權，但許多
時候查維茲黨在「徵收」企業之後，卻將產權置於個人名義，而非直接或間接社會產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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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經常是曠日廢時。Curcio（2017, 29）研究指出，生活必需品中的食品、藥

品與家用產品短缺尤其嚴重，並擴及到包括農業在內之本地生產所需的原物

料與加工設備。最終，企業在缺乏「及時」供應，且無法「隨意」進口短缺

原料之下，生產逐漸下滑。據此，Araujo（2013, 101-102）將委內瑞拉企業定

義是「無法自然再生產」（burguesía estéril）的資本階級。這呼應了Howard-

Hassmann（2016, 105）主張，委內瑞拉的「短缺」恐不是生產的下降，而是

食品加工與零售下滑所致。

第二，企業組織形式的社會控制與投機：查維茲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

義」在推動「經濟民主」（Democracia económica）理念下，將企業變更為多

元產權形式，以賦予勞方所有權與管理權，同時要求這些「社會經濟部門」必

須以滿足「社會需求」為優先。理論上，這必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私企

業強調股東權益極大化與資本積累的營運邏輯，存在某種程度的落差，並在

轉為多元產權與社會目標之下，衝擊私企業強調的效率與利潤動機。弔詭的

是，Lavelle（2016, 59-60）指出，許多「社會經濟部門」的勞工，卻不具有平

等、協作與連帶（solidarity）的精神，亦不存在協作與集體決策的意識，形成

「沒有合作社主義精神的合作社」（cooperativas sin cooperativismo）的諷刺。

舉例來說，農民對於合作社的態度曖昧，許多中高齡農民傾向擁有自己農地與

私人獲利，但又巧妙地善用合作社身份，來取得政府資源（Lavelle 2016）。

Azzellini（2013）研究亦指出，它們多數仍是依循資本邏輯，在尋求利潤的極

大化。

顯然，在查維茲試圖打造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體制時，社會主義意識卻未真

正紮根於社會。這可從「價格控制」之下合作社與EPS在追逐獲利而來的「投

機」行為中嶄露無遺。最終，查維茲在冀望打造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社會經濟

部門」下，它們卻荒謬地成為投機與貢獻「短缺」的成因之一。

由此可知，長達十餘年的「國有化」過程，凸顯出不同機制在特定階段對

於生產衝擊的關鍵性。首先，在「國有化」的前期到中期，導致全國糧食生產

下降的主因是國家對私部門的「徵收」與差別性供料原則，造成倒閉或供應短

缺引發的歇業與生產下降；在中期到後期，在私部門逐漸萎縮、社會經濟部門

逐漸壯大之後，轉為凸顯出社會經濟部門因為「投機」導致的「短缺」，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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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格控制」與「匯率控制」互動之下形成的「激勵結構」高度相關。實際

上，兩個機制的作用是同時存在，只是在不同階段呈現主要與次要的問題。

二、制度互補：價格控制、物資短缺與擴大徵收的惡性循環

為何在建立國家主導的供應體系以後，國內生產與供應卻愈加「短缺」，

並更依賴進口？促成此一結果的因素，除市場制度與分配機制改變之外，另一

個關鍵制度是「價格控制」。

「價格控制」始自2002年石油大罷工（paro-sabotaje empresarial）引起的

「短缺」。次年玻利瓦政府啟動對基本物資的「價格控制」作為回應，並主張

對一籃子基本糧食進行價格控制，以避免投機與炒作（Molina 2013, 14）。同

時，更採取「匯率控制」
32
，將玻利瓦幣（Bolívar）兌美元維持在一個強勁貨

幣，以讓人民有足夠購買力。此一暫時性措施卻延續下來，並擴大規模。

2003年2月政府頒布第37626號政府公報，將45項產品與7項服務列入

「基本需求」（primera necesidad）33
，並對這些產品實施「最高售價限制」

（precio máximo）。當時，價格管制原則是以低於「市場價格」的30%來補貼

消費者，又稱「公道價格」（precio justo）。同年，受到價格管制的產品更逐

步增加到87項（Abadi and García Soto 2018）。但長期下來亦逐步拉開「控制

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差距。2015年糧食危機當下，兩個價格之間落差

更證實了定價原則的失效。
34

事實上，在基本物資的「價格」淪為官僚定價之下，委內瑞拉形成一個由

中央主導的「價格協調經濟」。但政府在控制國有銷售體系的「最高售價」

32 2003年實施匯率控制，允許進口糧食與藥品可使用央行賦予的優惠匯率1美元兌2.147
玻利瓦幣；2010年1月匯率調整為1:2.582；2011年調整為1:4.289；2013年是1:6.048；
2016年1:9.257。參閱CEIC (2006-2016)。

33 包括：玉米粉、稻米、牛肉、雞肉、豬肉、雞蛋、鮪魚、沙丁魚、咖啡粉、奶粉、

麵包，義大利麵、植物油、人造奶油、白乳酪、糖和多種豆類等（Gutiérrez 2013b, 
23）。

34 例如：2015年1公斤玉米的控制價格是19Bs，但市場價格是120Bs；牛肉1公斤控制價
格是63Bs、但市場價格卻高達2,020Bs；植物油的控制價格是255Bs、市場價格是600Bs
（Contrera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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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全國市場上也同時打開了「雙元價格體系」，讓大家有機可圖（Mateo 

and Sánchez 2013, 22）。企業家可到MERCAL購買廉價食品再高價轉售；

MERCAL管理者亦可私下轉售來圖利。特別是在「短缺」發生時，轉售經常

獲利更豐，結果是「價格控制」變相鼓勵了「投機」並促成黑市猖獗（Ellner 

2013, 68）。

2007年作為關鍵轉折點，主因是查維茲啟動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並推動爭

議性的修憲案。
35 與此同時，國內物資，特別是牛肉、糖、玉米油、牛奶、雞

肉、雞蛋、沙丁魚、黑豆等再次出現嚴重「短缺」
36
（Howard-Hassmann 2015, 

1028）。為了對抗「短缺」並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查維茲啟動食品加工部門

「國有化」，來強化對於糧食體系的控制。

問題是，「最高售價限制」造成國有糧食體系的售價，長期無法反映市場

真實價格。加上「匯率控制」與累積性通膨，更加深了價格反映上的延滯。

表4的BCV統計指出，通膨自2007年以後維持在年平均20~30%之間波動，但長

期下來還存在累積性通膨。這意味著國有糧食體系的售價，不僅受到「價格控

制」的影響，還受到不斷攀升的通膨所苦，導致供應商的「利潤」持續被侵

蝕，而降低生產意願或強化「投機」動機。最終，導致國有供應體系出現「短

缺」。

2011年「短缺」再次惡化，7月查維茲以擴大「價格控制」之範圍來

因應。當時，政府頒布了《公道價格與成本法》（Ley de Costos y Precios 

Justos），同時設置「價格與成本國家監管局」（La Superintendencia Nacional 

de Costos y Precios，以下簡稱：SUNDECOP）作為審查與管控生產成本的機

構，並要求生產者將合理利潤訂在低於30%。此時，受到「控制價格」食品更

從2003年最初的45項，擴大到2011年的數百項37
，形成更廣泛的價格控制。

35 詳見註腳26與27的說明。
36 詳見註腳24。
37 2003年價格控制項目最初是45項產品與7項服務，同年擴大到87項。2007年追加到91
項，同年擴大至100項（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37; Abadi and García Soto 
2018）。2011年更擴及數百項（Howard-Hassmann 2015, 1029）。原文引自Devereux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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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查維茲政府回應「短缺（2002） -價格控制（2003） -擴大短缺

（2007）-擴大徵收與價格控制（2008）-擴大短缺（2011）-擴大徵收與價格控

制」的邏輯，逐步擴張國有生產體系、限縮私人部門。但「最高售價限制」卻

變相地鼓勵了「投機」，特別是在「市場價格」與「控制價格」逐漸拉大時，

「投機」誘因更強（Ellner 2013, 67-68）。結果是「價格控制」鼓勵了社會經

濟部門的「投機」，讓國有供應體系的物資更為「短缺」。政府又反過來擴大

「徵收」（土地與食品加工廠房）與「價格控制」作為因應，並導致更多「短

缺」與更大黑市，而陷入惡性循環。

表4　委內瑞拉通膨率（Tasa de inflación/precios al consumidor）

年度 CIA（%） BCV（%）

1999 20.0 20.02

2000 13.0 13.43

2001 12.3 17.23

2002（石油罷工／短缺） 31.2 31.21

2003 31.1 27.08

2004 22.4 19.18

2005 16.0 14.35

2006 15.8 16.96

2007（修憲案／短缺） 18.7 22.45

2008 30.4 31.90

2009 27.1 26.91

2010 29.8 27.35

2011（短缺） 26.1 28.98

2012 21.1 19.52

2013 56.2 51.53

2014（石油價格大跌） - 68.54

資料來源： CIA World Factbook（1999-2013）; 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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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物資在「價格控制」之下，售價明顯低於市場價格。因此，只要合作

社或EPS認為不合成本或不符合對於「利潤」的期待，就會停止生產或轉向黑

市交易。最終，「價格控制」扭曲了市場機制下的價格信號與「看不見的手」

的配置。這顯示出政府推動「價格控制」失敗主因是「官僚定價」無法反映訊

息萬變的市場資訊；另一原因是「價格控制」僅侷限在國有體系，但在MMEs

之下還存在另一軌私部門，因此開啟了「雙元價格體系」，形成鼓勵「投機」

的強激勵結構。但政府在回應「短缺」上只是一昧擴大「徵收」，最終形成惡

性循環。

此外，受價格管制食品的「短缺」也會促成替代性食品之市場價格的攀

升。BCV統計指出，非價格管制的食品在2003~2011年間因食品之間存在的替

代性效應與通貨膨脹，而讓售價提高了22%（Weisbrot and Johnton 2012）。這

種外溢效果，逐步擴及到許多替代性物資上，造成非價格控制物資的市場價格

跟著攀升，形成萬物皆漲。結果是在價格調整緩慢與滯後之下，基本物資逐漸

從市場消失。

BCV統計（參閱表5）顯示，在2003年實施「價格管制」以前，糧食年

平均短缺率低於5%。2007年攀升至18.05%、2011年微幅下滑至15.25%，到

2013年平均短缺率已達20.35%。且至2013年底更達到22.2%（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37）。但學者Gutiérrez（2013a, 47-48）卻認為2007年均短

缺率高達60%，明顯與官方數字存在巨大落差。他亦指出2013年特定項目已出

現高度短缺，例如：植物油67%、麵粉77%、玉米粉43%。且短缺更擴及原自

給自足的牛肉、玉米和稻米（Gutiérrez 2013a, 24）。

由於「控制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落差逐漸拉大，這種市場面的壓

力，亦迫使2011年政府走向價格修正。但SUNDECOP的監管與反應總是相對

落後，且只允許每年至多調整一次價格。其中，玉米粉、稻米、牛肉、牛奶、

糖與雞肉等糧食更受到較強的控制（Gutiérrez 2013b,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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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委內瑞拉的糧食短缺率、糧食進口率與進口總金額（2001~2013）

年度 BCV短缺率（%） MINPPAL進口率（%） 糧食進口總額（億美元）

2001 17.41

2002 19.32

2003 < 5% - 15.50

2004 - - 14.69

2005 7.95% 54% 21.62

2006 10.55% 48% 30.05

2007 18.05% 73% 47.64

2008 15.60% 71% 94.36

2009 13.03% - 75.38

2010 12.54% 78% -

2011 15.20% - 56.34

2012 14.19% - 81.22

2013 20.35% -

資料來源： 本研究彙整。2008~2010年短缺率38
參閱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2010, 

6）；2005~2007與2013年短缺率參閱Lavelle（2016, 70），原文引自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2015）；2003年短缺率參閱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37）；MINPPAL進口率參閱Lavelle（2016, 84）；糧食進口額參

閱Gutierrez（2013a, 46），原始資料取自國家統計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de Venezuela, INE）進出口資料進行計算。

以AREPA所需的「玉米」39
為例，自2003年啟動土地再分配，並將閒置土

地轉種玉米之後，玉米種植面積自1998年的35.4萬公頃增加到2011年的63萬公

頃，擴大約56%（Molina 2013, 9-10）。這一度讓玉米產量自2005年160萬攀升

38 短缺率是以2003年5月為基期計算而來的年平均值。
39 委國三大穀物之一（含稻米與高粱）。耕地面積佔農地使用的33%，產量是全國之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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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007年的200萬公噸。但2008年以後產量下滑至180萬公噸，2010年跌至137

萬公噸（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37-38）。事實上，玉米的「最

高售價限制」曾在2008年4月上修30%、2009年7月再調高24%、2010年9月調

升28%。但合作社仍抱怨不合生產成本（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37）。40 合作社認為政府的售價限制，假設了業者的成本結構有高估疑慮，並

在嘉惠消費者的前提之下，持續對售價進行控制（Molina 2013, 14）。

當持續性通膨與「最高售價限制」造成價格落差持續拉大時，這種價格反

應滯後就重擊了在地生產。這亦凸顯出官僚定價趕不上快速變化的市場。結果

是，在獲利空間被壓縮之下，生產單位不是放棄生產、就是走向黑市交易。這

顯示，社會經濟部門與國家的協作，隨著萎縮的「獲利」，讓原先的「激勵結

構」失效，而連帶衝擊到他們與國家持續交易的「可信承諾」。

此外，自2008年以後，委國玉米生產量持續下降，但消費量反而是相對

走升
41
，這造成「短缺」逐漸惡化。生產與消費的差額，在日常飲食常用的玉

米、牛肉、雞肉和奶粉等項目都呈現擴大趨勢。其中，玉米的短缺額更高達百

萬公噸以上。
42 結果是委國更仰賴糧食進口。所幸，國際石油價格自2011年突

破每桶百元，促成進口糧食能力的大增。
43

誠如前述，委內瑞拉糧食進口率自1998年的64%、升高為2005年的75%、

2012年更突破90%。這不僅是國內生產下降、消費走升導致的缺口擴大，更伴

隨著2011年開始國際石油價格走升，促成進口糧食能力大增的綜合性結果。

歸納表5的幾組數字，BCV數據指出，2003~2013年間短缺率成長四倍； 

40 2012年3月委國農業生產者公會（Confederación de Asociaciones de Productores Agropec-
uarios de Venezuela, FEDEAGRO）向SUNDECOP提交新成本結構。4月通過價格調整，
但白玉米調整46.6%後仍有9.8%獲利、黃玉米調整42.85%後虧損5.2%，造成休耕與倒
閉潮（Contreras 2012）。

41 自2005年175萬公噸、2007年升為240萬公噸、2008年270萬公噸、2010年309萬公噸。
42 以玉米的生產與消費之差額形成的短缺來看，2005年短缺10萬公噸，2007年23萬公
噸、2008年110萬公噸、2014年更達240萬公噸（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0a; 
2015-2019)。

43 根據OECD統計，國際石油價格在2011年衝破每桶百元、2014年開始下降、2015年已跌
為每桶49.49美元。參閱註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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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INPPAL的糧食進口率則在2005~2010年間上升24%44
。此外，從糧

食進口額來看，亦自1998年14.67億攀升為2012年的81.22億美元，成長超過

5.7倍（Gutierrez 2013b, 46）。此一成長幅度相近於Curcio（2017, 38）指出

2003~2013年間食品進口增加571%，且短缺指數和食品進口數值之間關係是

直接且正向的
45
。儘管上述各機構之間的數據存在落差，但都指向一個共同趨

勢：短缺率上升、糧食進口率上升的雙重趨勢。顯然，國內糧食生產下降，以

及糧食進口攀升，兩個現象是同時存在。

在國內糧食生產、進口需求走強之下，查維茲轉為要求PDVSA肩負起出

口石油、進口糧食的責任。誠然，自查維茲執政開始，石油收益就有部分用於

購買進口糧食、醫療與社會救助等社會支出。2002年此一比例佔PDVSA石油

收益的10%、2012年升高為25%（Howard-Hassmann 2015, 1038）。但查維茲

黨卻利用優惠匯率進行「套利」。當時，官方對於進口糧食給予優惠匯兌
46
，

以讓PDVSA在進口糧食上更有購買力。然而，「匯率控制」在2011年前仍是

長期相對穩定，但通膨卻是持續攀升，導致差額繼續擴大。此舉，對PDVSA

形成更強「套利」誘因。本文受訪者指出：

「查維茲黨最擅長的就是『雙倍貪污』（doble corrupto）。例

如，石油假如一桶國際市場價格是145，國內生產又是另一個價格，

另外還有政府給的優惠匯率，中間產生的差距，一桶最高時可到120

美元。這就是查維茲黨的獲利來源。不停在利用『套利』，來中飽私

囊。⋯⋯」（附錄1, VU-1）

「馬杜洛時期是由軍人控制國家，由他們決定發美元給誰、然後

44 2005年MINPPAL購買糧食中，有46%為國內生產、54%來自進口；2010年國內生產下
降為22%、進口比例卻升高至78%（Lavelle 2016, 84）。

45 2003~2013年間兩個數據之間皮爾森係數（Pearson’sr）是0.624。亦即：當食品進口增
加62.4%、短缺率增加62.4%。因此，兩個數值之間關係是直接且正向的。參閱Curcio
（2017, 34-38）註腳14與18。原始數據取自BCV與國家統計局（INE）出版的“Índice 
Nacional de Precios al Consumidor 2013”報告並進行推算。

46 2003年央行給予優惠匯率是1美元兌2.147玻利瓦幣；2010年1月匯率調整為1:2.582；
2011年是1:4.289；2013年為1:6.048；2016年1:9.257玻利瓦幣。參閱本文註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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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軍人去購買進口糧食，用CLAP分給大家。⋯⋯現在問題可能已經

不是『雙倍貪污』，而是『三倍貪污』（triple corrupto），因為很多

軍人家屬會跑去英國或其他國家設立公司，然後賣很貴回來給這些軍

人，再分銷到全國。」（附錄1, VD-1）

當國內糧食生產下降之後，政府就必須增加進口，以彌補短缺需求。然

而，查維茲黨卻利用進口糧食作為斂財管道。2012年糧食進口比例已高達

90%，直到2014年石油價格崩跌，重創高度依賴石油創匯來進口糧食的委內

瑞拉，並引發嚴重的通膨與物資短缺。且長期的匯率與幣值扭曲，更導致

國際儲備逐步縮水，而減損國家回應能力。但2016年馬杜洛總統（Nicolás 

Maduro）反在關閉國有糧食銷售據點之後，成立另一個由軍方壟斷糧食進口

與分銷的體系，又稱「在地供應和生產委員會」
47
（Los Comités Locales de 

Abastecimientoy Producción, CLAP）。後者，負責每月提供每戶一個CLAP糧

食包。這導致嚴重的物資短缺，並誘發大規模難民潮向周邊國家擴散。

陸、結論

本文探究了2001~2013年查維茲在「糧食主權」與「二十一世紀社會主

義」國家轉型框架下引進的土地改革與再分配、糧食體系國有化、價格與匯率

控制政策，並分析一系列政策如何重組糧食生產體系、市場制度與統理機制，

並形成制度之間的「互補效應」與「激勵結構」來引導生產與銷售行為，最終

卻導致國內農業生產下降、糧食進口攀升，並於石油價格崩跌後陷入「極度短

缺」。

從糧食體系與統理結構來看，長達十年的國有化，是一個逐漸縮小市場經

濟、擴大國有與社會經濟部門的過程，最終形成「混合市場經濟」，由國家

壟斷八成糧食供應體系，形成一個國家主導的糧食產銷體系。同時，國家在與

社會經濟部門結盟之下，配合基本糧食的「價格控制」來補貼消費者，形成國

47 每月每戶一個糧食包，內含4袋預煮玉米粉、3斤稻米、3斤義大利麵、1個鮪魚罐頭、1
罐植物油和1斤糖。參閱APORRE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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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控制經濟「制高點」的「官僚價格協調經濟」。此時，市場上的原料供應邏

輯，也從市場機制轉向關係取向的政治控制，凸顯出分配機制上的微政治，亦

即，在抑制資本家前提之上，私部門較難取得充足原料、或供料價格較高導致

生產下降。加上國家對於美元匯兌的管制，私部門在無法取得「充裕」與「及

時」原物之下，不是倒閉就是產能下降，造成食品加工業的生產下降。

在私部門逐漸萎縮之下，社會經濟部門逐漸壯大。早期，國家與社會經濟

部門進入協作，是奠基於「互惠」而來的「可信承諾」。由國家移轉土地與

企業的產權和管理權給社會經濟部門，同時保障收購糧食、提供銷售管道；社

會經濟部門則在接受國家的壟斷收購與「最高售價限制」之下，將部分剩餘

移轉給消費者，以成就查維茲的「糧食主權」。然而，長達十餘年的「價格控

制」與「匯率控制」政策，加上累積性通膨，但價格調整卻是緩不濟急，這造

成「控制價格」與「市場價格」持續拉大之下壓縮到「利潤」空間，從而強化

了社會經濟部門的「投機」動機，並導致國有供應體系的「短缺」；反之，政

府回應「短缺」，卻選擇持續擴大土地徵收與再分配，以及糧食體系國有化作

為回應，並陷入惡性循環。這顯示前項制度的存在、運作與效應，強化了後兩

項制度的運作和表現，形成「負面的」制度互補效應，並為生產者創造了「投

機」的「『強』激勵結構」。

誠然，查維茲與社會經濟部門的結盟與協作，是在掠奪私部門前提上，提

供社會經濟部門產權與管理權的保障，同時在壓低獲利之上，重分配農業剩餘

給農民、勞工，並將部分價值移轉給消費者。這在結盟初期，因為無地農民與

勞工剛取得產權與管理權，並進入生產體系的協作，而獲得充分的滿足。當時

在「價格控制」之下依舊有利可圖，形成較強的「激勵」，亦保障了與國家協

作的「可信承諾」；但長期下來，由於人為價格調整無法反映市場價格，加上

「匯率控制」加速價格反映上的扭曲，最終持續被壓縮的獲利空間讓原先制度

賦予的「激勵」遞減；反之，市場面的「激勵」（投機誘因）持續走強。這顯

示社會經濟部門依舊保有理性且自利經濟人的特質，也凸顯出上層社會主義政

策與下層經濟人之間的矛盾。這亦證實了即使是強調「社會需求」優先與非私

人產權的社會經濟部門，市場獲利作為「激勵」對他們依舊奏效。最終，委內

瑞拉國內糧食生產下降，轉為更依賴糧食進口。但在匯率與匯兌控制之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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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PDVSA內部的「套利」空間，並在操作「生產-匯兌-市場」三重價差之下

形成多重「套利」可能性。這在國內生產下降、石油價格走升之際，更同步強

化了進口能力與圖利誘因。

簡言之，查維茲以國家之力打造國有糧食生產體系，企圖強化國內農業生

產、抑制「荷蘭病」帶來的進口激增，同時改革無地農民問題。但卻因政策錯

誤與制度形成的負面互補效應，導致干預失敗。最終，市場制度變相地抑制了

國內生產誘因、鼓勵了「投機」，導致國內生產下降、更仰賴糧食進口，並於

石油價格崩跌之後陷入嚴重物資短缺。

此外，在回應價格雙軌制上，查維茲的「價格控制」政策，存在兩個錯

誤：首先，適用範圍僅限於國有體系、且不排除任何階層購買。這造成在雙元

價格體系之下開啟轉售與「投機」的空間；其次，定價策略上，「官僚定價」

無法回應快速變遷的市場資訊。誠如古巴在「特殊時期」採取的價格雙軌制經

驗指出，給予農民生產者一部分市場誘因，可避免拖垮財政，同時保障生產誘

因、降低投機。此外，東亞干預市場的成功經驗亦指出，補貼的定價策略雖採

取「價格錯誤」（getting the price wrong）原則，但實際參考基準依舊是「市

場價格」。這必然在不嚴重扭曲價格或接近市場價格前提之下始可成立。這對

於委內瑞拉這種容易陷入週期性經濟波動而導致國際收支失衡的國家，尤其重

要。

據此，查維茲干預糧食市場的行為，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惡化「短缺」。

咎其因，國家創造的負面制度互補效應，顯示政府在「政策品質」與「制度組

合」上的能力不足。且國家對於市場的監管行為，亦讓人為干預凌駕法治，並

促成貪污大行其道。最終，查維茲推動的「糧食主權」在大政府的過度干預，

以及弱政府的制度品質和市場監管不當之下，從「協助之手」淪為「掠奪之

手」。

 （收件：108年4月11日，接受：10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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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委內瑞拉受訪者編碼

編碼
在委內瑞拉職業

（在秘魯職業）
居留秘魯年限 受訪日期 次數

1 VB-1 心理諮詢師，父母查維茲黨

（現餐廳服務生）

約半年 2018/7/8 1

2 VG-1 公社成員，父母查維茲黨 

（現餐廳服務生）

兩年 2018/7/9 1

3 VB-2 私部門員工

（現打零工維生）

半年 2018/7/9 1

4 VB-3 設計業者

（現咖啡廳服務生）

兩年 2018/7/9 1

5 VB-4 委國律師

（現秘魯律師）

2008年至今 2018/7/10 1

6 VC-1 政治社會運動工作者

（現秘魯委國社會組織代表）

- 2018/7/10 1

7 VU-1 委內瑞拉大學老師

（現社會組織工作者）

- 2018/7/10 1

8 VB-5 私部門員工

（現餐廳服務生）

一年半 2018/7/12

2019/3/13

2

9 VG-2 經濟暨金融部（MEF）官員

（現餐廳服務生）

一年 2018/7/13 1

10 VU-2 大學畢業生（參與MERCAL）

（現洗衣店店員）

抵達三個月 2018/7/13 1

11 VG-3 委內瑞拉選舉委員會（CNE）

（現飯店接待）

抵達五個月 2018/7/13 1

12 VD-1 前反對黨國會議員、現私部門員工 現居委內瑞拉 2018/10/2 1

說明： 第一碼是國別；第二碼是職業碼，B是私部門、G是廣義政府部門、C是公民社會、

U是教育部門、D是國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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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and Mechanism (2001-2014)

Fu-Chuan (Florencia)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Venezuelan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imposed 

by ex-President Hugo Chávez during 2001-2013 in order to explore why and 

how Venezuela became heavily reliant on food importation and eventually led 

to severe food shortage in 2014 when oil price collapsed. 

The research uses institution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as 

analytical framework, aiming at exploring how a series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namely, land reform, price and exchange control, and nationalization 

of agroindustry secto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ood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of the 21st Century,” had restructured the land 

ownership, food market i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ultimately 

struck heavily on the local food produc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havez’s policies have transformed Venezuela into 

a “bureaucratic price coordination economy,” in which the state controlled the 

economic policies in terms of the food pricing, supply chain distribution, and 

currency exchange. Unfortunately, the institutional incentive encouraged the 

social economy sector to strengthen “speculation” and “arbitrage,” which in 

turn, resulted in more “shortage.” However, the state responded b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expropriation and price control, leading to a vicious cycle,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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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age–expropriation- more shortage-more expropriation. Eventually, the 

synergy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created negative incentive that is 

discouraging to local production and encouraging speculation. Therefore, 

Venezuela became more dependent on food importation, which later on, 

triggered a food crisis when the oil price plummeted. 

Keywords:  Food Production System, Food Sovereignty, Socialism of the 21st Cen-

tury, Food Shortage, Bolivaria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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